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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理世界觀到公理世界觀的轉換

──汪暉關於中國現代性的論說

⊙ 陳 贇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探討的中心問題是現代中國的含義、如何理解中國的現代。這就必

須追問現代的中國認同、地域觀念和主權意識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汪著在探討這一宏大的

課題時，將觀念史與制度史結合起來，以思想史的內在視野（儒學傳統的演變）為中心，以

「中國」國家形象的轉化（從封建邦國到大一統帝國再到民族－國家的轉變）以及與之相配

合的知識和制度的形成等為複線，建構中國思想的古今之變。這樣一個嘗試無疑是宏大的壯

舉，其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該書在廣度與深度上遠遠超出了時下一般性

的思想史著作，堪稱當前所見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之作。

作者的獨到之處是從更為基本的思想史視域──天理世界觀向公理世界觀的轉換來理解何謂

中國的現代這一問題。對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討論實際上是對不同時期中國認同的特

徵、演化與合法性的研究。作者認為，「作為一個道德／政治共同體的普遍價值觀，天理構

成了『前西方』時代中國的道德實踐、文化認同和政治合法性的關鍵概念，而以此為核心的

世界觀的解體意味著在漫長時代裏形成的道德／政治共同體及其認同感正在面臨危機；作為

這一解體的結果的公理／科學世界觀的產生標誌著原有的認同形態已經難以為繼。」正是在

這一過程中，與天理觀相互依賴的傳統帝國的政治文化模式衰落了，而與現代公理觀相應的

民族－國家的模式逐漸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可以說，天理世界觀到公理世界觀的轉化，構

成了該書最為核心的部分，我們對該書的「評論」即以此為中心展開。這裏所謂的「評論」

不是站在一個局外的立場上展開的「評價」，而是敞開個人閱讀此書時的所感所惑所思，以

向作者與時賢請教。

作者認為，天理世界觀與公理世界觀的對立首先表現在：前者支持的是以過去為中心的歷史

意識，它包含著歷史斷裂與接續道統的意識，它以個人的道德／政治實踐為中心重構道統譜

系；後者則以未來為中心，與之相應的是歷史延續與無窮進化的歷史意識以及通過投身未來

事業以體現歷史意志的生存樣式。天理觀支配著的是斷裂的歷史意識，它表現為一線單傳的

道統譜系的終止以及禮樂與制度的分化，這一分化具體展開為封建變郡縣、學校變科舉、井

田變均田、夷狄進而為中國、中國推而為夷狄等等，其核心內涵是先秦那種直接體現天意和

道德規範的禮樂已經流變成一種功能主義的、無法與天意溝通的制度，現實的制度再也無法

提供道德的根據，因而普遍而內在的天理便成為儒者在變化的歷史語境中確立自身認同以及

批判地介入現實生活的根據。作者的這一觀察無疑是正確而深刻的。天理更多地表現為一種

超越了人的意志的普遍性存在（而不是發端於人的某種「宣稱」），它以宇宙自身的秩序與

條理的方式表達自身，作為自在的存在，它不依賴於作為主體的人以及他的社會及其歷史，

或者說，在天理框架中，個人並不以主體的角色出現；而現代公理則是章太炎在《四惑論》



中所謂的「眾所同認」之理，它以集體的或社會的意志為其實質性的存在樣式，由此，是社

會意志及其歷史規律，而不是形而上學的宇宙法則，構成了存在的合法性依據。

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所揭示的在目的論規劃中形成的「社會」，乃是一個現代現象，它是把

歷史演化的要素與日常生活的要素（如家庭、村社和交換關係等等）組織到新型秩序中的一

種規劃。以社會學（群學）為中心的近代科學知識譜系以及在近代逐漸形成並被唯物史觀所

日益強化的對人的本質的社會性理解，都表明了社會自身的正當性已經不再依賴在它之外的

終極本源來確證，這一現象表明了宇宙意識的衰落，相對於古代思想而言，它體現的是一個

從「天」到「人」的轉換；不僅如此，它還表明，作為公理載體的社會本身已經成為正當性

的源泉。正如作者所說，「現代社會發生的是一種體系性的轉變，它涉及的不止是某種認識

方法或個別權利，而且是整個社會體制及其合法性基礎的轉變。」作者所觀察到的現代的原

子論個人的引入，實際上恰恰表明了社會相對於個人的那種特殊的優先性。因為原子論個人

是作為社會的構成的不可分割的「單位」的意義進入現代性意識的，因而，它本身就是以現

代的社會為前提的，而且，就其承擔的論證功能而言，現代的個人觀念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強

化而不是在弱化社會。所以作者指出，原子論的個人觀念是一種法理的抽象，它在現代國家

制度／社會體制的背景上把個人從血緣、地方及其日常生活等中被抽離出來，從而建構成一

種與國家、社會處在責任與義務關係中的個體，其實質是通過對個人進行重新編制，以便將

之納入到社會／國家的體系中來，從而起到有效動員的作用。只有在這個現代的「社會」觀

念基礎上，我們才能進一步思考「民主政治」這個表達在現代中國的實質性內涵。

與現代「社會」範疇的興起相聯繫的是現代歷史觀的發生，直線演進的目的論歷史觀念無疑

是現代公理觀的重要構成部分。作者看到，天理觀以內在於事物變化自身的時勢／理勢概念

為中心，而沒有將生活世界的變化、轉型與發展從總體上納入到目的論框架之中，公理觀則

以一種直線向前的歷史意識將一切納入到目的論的軌道之中。與天理觀相聯繫是理勢概念，

時勢與理勢體現了一種在變化了的情勢面前自然而然地演變的觀念，正如作者所說，「勢」

強調的是一種支配物質性變化的自然的趨勢或自然的力量，它與歷史的自然發展或自生的觀

念密切相關，它既表達了對變化了的情勢適應、配合的要求，同時也解構了天命對人事的決

定關係，因而為主體實踐開拓了空間。天理與時勢的綜合，導致了將道德實踐放置在日常生

活的實踐程序中去的意識。事實上，作者所揭示的理勢概念與先秦思想中的天命具有某種內

在的連續性，因為早在孟子那裏，天命已經被理解為一種「莫之為而為之，莫之致而致之」

的自生秩序。在這個意義上，理勢與天理獲得的了內在而直接的關聯。如果說理學非目的論

的歷史意識乃是以日常生活實踐為出發點的，那麼現代公理觀則以一種非自然性、理念在先

或框架先行的自我確證態度，把道德實踐乃至日常生活組織進入目的論的框架中，從而達到

對個人的最大化使用。目的論的框架，在這裏，乃是現代性意識以理念展開「集體動員」的

一種方式，正因如此，它把投身未來事業的方式以體現歷史意志，作為一種新型的倫理。正

是這種倫理，可以把現在作為未來的過渡因而也就是未來的獻祭的觀念加以合法化，從而最

大限度地在當下實現總體動員，或者說，使得集體動員更具有徹底的總體性特徵。

正是以此為基點，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為甚麼借助天演的名義出現的進化／進步歷史觀會在現

代逐漸取得支配性地位。在天理到公理的轉換中，我們看到的是社會與歷史自身而不是天命

或宇宙作為正當性源泉的確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恰恰是在公理觀而不是在作者所說的天

理觀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更為強烈的訴諸人類主體的力量的意志。因而，關鍵的就不再是作

者所說的歷史的連續或斷裂的意識構成了天理與公理的分別，事實上，進化／進步的現代歷

史意識所包含著的並不僅僅是歷史連續性的意識，同樣也有歷史斷裂的意識，作為現代性主



導意識形態的「革命」如果不在這種斷裂的歷史意識中就很難得到真正的理解，相對而言，

古代中國的歷史意識似乎更為注重歷史的連續性，而不是作者所說的斷裂。

由此作為正當性源泉的人類社會及其歷史，構造了一個新型的不同於傳統思想的「世界圖

像」，也就是世界觀。作者發現，諸種世界觀的復興是晚清思想的主要特徵，以至於那個時

代被作者稱之為「世界觀」的時代，它著力於對世界的完整的理解，亦即普遍主義的公理

觀。對世界的完整的總體理解體現了一種以主體為中心的近代認識論所特有的態度，也就是

通過主體而確證世界的存在。世界觀所以能夠替代世界而被接納到個人生存論視野中來，這

本身就是現代現象。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所用的「天理世界觀」是一個臨時性的表達，因為

在理學傳統中，天理並不以「觀」的形式而出現，世界觀這個概念本身就表達了多種世界

「觀」的相對性。在世界觀中，是「人」的「觀」，而不是「世界」本身，更具有本體論意

義上的優先性。這一點在理學語境中，無疑是陌生的，因為天理本身表明了「天」而不是

「人」所具有的相對終極的位置。由此才能進一步貞定世界觀的意義以及它與公理觀的關聯

方式。

但是，這個新型的「世界觀」的形成過程為甚麼要借助於「公理」來表述自身呢？這涉及到

在近／現代，「公」的觀念的實質性內涵。在古代思想脈絡中，「公」主要與那種本身就具

有普遍性而同時又無法脫離具體場景的「義」具有很深的關聯，因而它不是一個被分割開來

的獨立於「私人」及其活動的空間，近代的「公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無疑是陌生

的，它其實是「共域」，但是「共域」並不與「私域」相對，個人的「自盡其心」（存心實

踐）本身也是一種「公」，「公」不必依賴於「共」。換言之，從古代思想的語境來看，現

代的「公」觀其實表達的更多地是一種「共」意，它指向的是群體的意志與共同生活的能

力。借助於公的名義表達共的觀念，則可以將後者普遍化，正如將眾所同認者表述為公理本

身就是將自身正當化的方式一樣。由此，與現代公理觀相應的不是古代傳統「各正性命」的

政治－道德實踐模式，而恰恰是諸如「共和」之類的觀念。而「公理」或「共」的問題之所

以出現，則與現代「總體動員」的情勢及其所要求的集體生活有關。

現代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民族帝國主義侵略與反侵略的現實中、在世界體系中不同民族國

家相互競爭的形勢下，傳統的以「自然的個人」（「前社會的個人」，它把社會僅僅視為個

人的單純聚合）為中心的秩序，由於它面對的僅僅是個人與個人的關係，而無法塑造集體生

活的能力，因而在相互競爭與侵略的帝國主義秩序中面臨著危機，所以，「總體動員」成為

更為迫切的現代性要求的核心。而利用觀念的力量進行動員，與古代通過戰爭等形式發起的

動員具有本質上的不同，它導致了現代的觀念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泛化，而正是通過能

夠深入到精神、心理與意識中的觀念，現代的動員才獲得了總體性的特徵。在某種意義上，

不僅民族國家、大同理想、共產國家是這種總體動員的形式，而且世界觀、歷史觀、社會

觀，乃是勞動、科學等等觀念在其論證功能上都與總體動員的要求密切相關，這也正是它們

都被含攝在現代公理觀中的依據，因為現代的「公理觀」所指示的恰恰是共同生活的集體秩

序，它本身就是一種「總體動員」。如果不從這一具體的歷史情勢出發去理解，就會把帝國

到民族國家的轉化、天理觀到公理觀的轉化等視為歷史演化的現成、必然規律，就無法理解

現代思想對民族國家、公理觀的批判，這一批判的實質體現了現代總體動員與發源於古代思

想但仍然作為一種活的傳統滲透到集體無意識層面上的「各正性命」之間的緊張，換言之，

現代總體動員對個人及其日常生活所帶來的遮蔽以及由此所引發的道德特徵的危機，才是這

一批判的核心，不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作者所發現的如下現象：現代中國的那些思想家

都曾經論證國家和社會的必要性，但又都沒有把國家和社會及其相關關係看作是最終的目



標。有鑒於此，我認為，現代思想家對現代性的批判並不能總是借助於「反現代性的現代

性」方案、「現代性的二律背反」等等難以導出具體實踐內容的思辨的說辭來解釋與定位，

而應該進一步具體化與明確化。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公理世界觀對天理觀的置換體現的是社會主權形式的巨大轉變，也就是

從傳統帝國到現代民族－國家的變遷。作者將具有世界觀特性的科學視為現代公理觀的典

範，由此可以明確近代的公理意識、科學精神的探索以及現代的知識生產與文化教育體制是

如何確立並相互關聯、相互塑造的。這無疑是作者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貢獻之

一。作者指出，實證主義和原子論的科學觀從自然觀的方面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構成原理，

即將個人視為社會的形式平等的原子，並通過自我或主體性的概念將個人從各種血緣、地緣

和其他社會網絡中抽象出來，於是道德論述的背景條件實現了從地緣、血緣共同體向現代國

家的抽象的法律主體的轉換，從而一方面瓦解了傳統帝國的政治主權的構成原理，另一方面

為現代國家確立了合法性依據。具體而言，科學為社會的、知識的和體制的分工和專業化過

程確立了世界觀基礎，並將它們納入到國家理性的框架中來。現代中國的教育制度包含了雙

重的面向，即通過專業化的分工和知識分類譜系將民族教育體制與全球教育體制綜合在一個

過程之中，從而為新的勞動分工和社會運轉方式提供了知識體制的保障。在這個體制內部，

知識的生產逐漸轉變成專業行為，知識分子成了以大學或研究機構為基地的專業化學者。知

識的現代分化不僅複製了作為分科之學的科學的譜系原則，而且以形式化的分工模式規定了

這些領域的專業原則，對科學的挑戰本身反而擴展了這一現代知識分類譜系與體制。因而，

知識的合理分化實質上成了一種現代社會的合理化設計，一種現代化的行動綱領。從這些觀

點出發，汪輝導出了對現代思想與社會的一系列既深刻又不乏批判精神的洞見，這些洞見對

於理解我們的時代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用民族－國家這個詞語來表達這一新的主權形式。但如前所述，我覺得民族－國家這個

概念很容易成為一個固化的概念，用來說明某種現成規律性的歷史進展。在特定歷史狀況下

所具有的總體動員的意義，使得民族－國家在現代中國始終作為一個臨時性的而不是本源性

的概念得以確立的。作為一個外爍性的概念，民族－國家是新的主權形式在其他民族－國家

面前確立的臨時性身份。換言之，民族國家曾經因為他所具有的總體動員的巨大功能而成了

新的主權形式，但在一個韋伯所發現的具有一種「非政治的態度」的文化傳統中，民族國家

所能發動的總體動員的能量雖然是巨大的，但並不是徹底的。隨著人類社會發展以及歷史規

律話語的出現，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現代勞動觀念等等，展現了一種更為徹底的總體

動員形式，這就使得本來就是外鑠的民族國家想像得以被轉換，由此導致了現代中國的民族

建國問題最終被放置在非民族國家話語（共產國家的話語、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發展規律的話

語）的層面上來實施，這一實施強化了動員的有效性與總體性。所以，民族國家並不是這樣

一種終極性概念，可以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其中，並從中獲得最終的解釋。這樣一種民族－國

家概念最終將是沒有批判能力、沒有深度的現成概念。當然，在民族－國家這一名詞下困擾

著中國現代性意識的確實是帝國的終結以及政治文化形式的重新調整確立問題，至於這一調

整的最終結局，仍然是無法預測的，但顯然，究竟是「民國」，還是「族國」，還是其他，

才是這一過程的更具實質性的東西呢？這些都還值得進一步的深思。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

能過多地指望於現成化的外來概念，如何在對中國思想傳統的理解上，我們不能過度信任並

依賴海外漢學那樣。 作者進一步提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不但可以表述為科學公理觀獲得

霸權的過程，而且也可以表述為科學世界觀本身的蛻變過程，也就是被公理化了科學，其自

身的知識分化原則和體制的專業化原則逐漸剔除世界觀特性的過程；這一過程標誌著科學體

制的發展已經是一個自我合法性的過程，科學實踐從倫理、審美等領域的推出標志著科學體



制及其運行已經不再需要一個外在的世界觀的合法性論證。這就把對現代公理觀的論述推向

更深的層次。由此出發可以進一步思考現代的命運與困境。科學自我合法性的過程，固然是

科學霸權的進一步擴張，但同時從另一個層面，其實也可以視為自我解體。公理世界觀曾經

確立了現代的正當性，它的自我解體是否表明了現代本身的困境呢？不管如何，公理世界觀

（連同世界觀本身）以及它所具有、所追求的那種「總體動員」在今日似已接近終結；甚至

不需要動員，現代、國家、社會、體制等等那些總體性的存在形式已經進入到了我們的生命

甚至我們沉重的肉身乃至日常生活感覺與當下呼吸之中，它們不需要確立自身的合法性，但

是作為個人的我們卻又無所逃於其中……正是在這裏，作者對於現代性的制度體制的論述顯

示了它的深意。作者指出：「道德與制度的分化不僅是現代社會制度、包括教育制度的主要

特點，而且也是這一體制的主要目標。」在這種語境下，作者重提梁啟超對現代學校體制的

質疑並將其與在禮樂與制度分化條件下致力於納禮樂於制度之中的程頤相比，就更加耐人尋

味，它不僅僅是對於我們置身其間的現代處境的一種揭示，也似乎寓示了一種思想家內心的

期待。作者反覆申說的禮樂與道德合一的儒學傳統視野，成了一種對勘地理解我們今日處境

的重要參照，在這一參照視角下，我們就可以追問，今日的制度與體制，與我們的道德生

活，究竟處在甚麼樣的關係之中呢？

在探討現代中國或中國現代性的起源問題時，作者關注的是宋元明清時代的天理傳統的成立

以及它向現代的公理（科學）傳統的轉變，但由此也涉及到了對前宋明時代思想傳統的理

解。在處理宋代天理思想傳統的成立時，作者已經面臨著如何理解先秦漢唐時代的傳統到宋

明天理傳統的演變。顯然，作者意識到，如果沒有對中國古代思想傳統的整體性的深入理

解，那麼，關於現代性起源的論說就不能真正得到最深厚的支持。作者是從禮樂與制度的分

化這個獨特的視角切入問題的。

作者認為，禮樂與制度的分化的歷史意識構成了北宋時代儒家觀察歷史的普遍視野，這種分

化的實質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取代周代封建制，而郡縣制度不再具有禮樂的道德實質。理學

傳統承認郡縣代封建的合理性，不是簡單地複歸封建，而是力求在郡縣體制之下重構封建精

神及其禮儀條件。郡縣制度之下的封建問題集中在宗法家族制度的演變問題上，通過《禮

記》「敬宗收族」重構道德／政治共同體，具體方法就是建祠堂、置族田、修家譜。朝廷鼓

勵敬宗收族目的是以地主制為中心形成支撐中央集權的行政、賦稅和兵役體制的社會基礎；

士紳地主則以宗法與鄉約為基礎形成基層地方自治，這是在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皇權與宗

族共治的政治結構的唯一途徑。「理學家期待的是一種皇權與民間權力（以地主士紳為中

心、以鄉約為紐帶的鄉村自治）達到某種平衡的德治或王道，一種在郡縣條件下容納封建價

值的社會秩序。」這些理解無疑是頗具新意與深意的。邦國時代的封建制度之所以在思想史

中一再地被追溯回憶，這是因為，它本身直接體現了藏天下於天下的政治安排，它把體制性

的行政力量徹底撒開，止於地方性的風俗倫理。在先秦語境中，政治生活被理解為一個「率

民向方」而止於方的過程，「方」就是地方性的風俗倫理，由此，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在（行

政）制度與（禮樂）倫理之間建立了一種相互的通達，換言之，倫理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獲得

了它的位置。由此倫理與政治的共同參與而建構的政治觀乃是那種「各正性命」的政治觀，

其核心是讓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確立自己。所以，政道的核心問題在先秦乃至魏晉漢唐一直

被概括為無為的、以引導性為中心的「玄德」的展現：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由

此「玄德」的統治才能真正敞開天道，其實古代中國對治理之術的理解完全是引導（道）性

的，正是這一點決定了「道」這個詞語在漢語思想傳統中的中心位置。政治－倫理生活的意

義便在於為存在者正其性命的實踐打開一個空間，而正其性命才構成了個人道德生活的主導

方面。但是帝國時代的郡縣制度，恰恰是以行政的力量深入到世界的各個角落，由此導致了



「地方」在「世界」想像中的瓦解。理學傳統從一開始就面對的問題並非如作者所說的那

樣，是郡縣下的一些制度安排不能提供道德評價的依據，而是這種政治安排本身沒有給地方

（風俗倫理的源泉）預留位置，由此倫理生活就無法真正確立，並與政治生活處在相互衝突

的境況中。由此，宋明儒家面對的真正問題是如何在中央集權制度的天下敞開地方，並以敞

開地方的方式敞開天下。但這畢竟不能通過封建制度的恢復來完成，而是在郡縣制度已經成

為現實的情況下，通過一定程度上的倫理與政治的共同治理來實現：在這一共同治理中，地

方倫理對抵禦政府權力對個人的過度使用起到一種限制作用，因而具有解放的功能；同時，

通過倫理的參與，政府也可以減輕自身的擔負，官以治官以至於不再治民（本來是上下溝通

的官員體制後來卻更多地放置在官吏本身的治理上）這一政治官僚及其制度的膨脹臃腫現象

可以得到適當的緩解。正是這一雙贏的預期成了理學政治化的主要條件之一。

但這還不是理學乃至中國傳統思想關懷的全部，因為，在政治與倫理中，人固然可以成為和

諧秩序的支持者，但仍然還不能成為有德者。換言之，在作者對古代傳統的想像性敘述中，

禮樂仍然是偏重於禮的，偏重於倫理的，在一種倫理與道德沒有分化的視野中，道德與倫理

被作了混淆的使用。倫理處理的是秩序問題，它需要相對穩定的形式，而道德的意義則超越

了秩序，成為在個人那裏發生著的不斷自我更新的要求。這樣一種視野的缺乏導致了作者那

種把制度作為道德的源泉以及道德與倫理的混淆使用的情況，與此相關的是沒有把存心也即

自盡其心的道德精神納入到其思想史的敘說中。

作者從禮樂與制度分化來理解天理思想傳統的成立，這無疑是一個新穎的也很有意思的視

角。在此視角中，理學的突出特徵成了將成德問題與認知及其程序問題密切聯繫起來，由此

構築起實然與應然、事實與價值的分化，這表現在，現實的禮樂、制度、規範、行動既不體

現應然秩序，也不能等同於應然之理，而是演變成不具有道德含義或價值的事實範疇。這就

產生了對先秦思想傳統到宋明傳統轉化的根本理解，這種理解的實質其實可以更概括地歸結

為「以理代禮」。作者則堅持以理代禮，構成了這一思想演變的實質，所以，他自信地斷

言，從先秦到宋明的道德理解的轉換，是禮樂論傳統向宇宙論或本性論傳統的轉換。但顯

然，在前宋明時代，道德理解也並非僅僅是在禮樂論層面上展開的，宇宙論或本性論的維度

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先秦儒家的禮樂論，也依然是天道脈絡下的禮樂論。我個人認為，從

（天）道到（天）理的轉換，才是理解先秦傳統到宋明傳統變化的實質的更為妥當的視角，

以理代禮的問題也正是在這個視角中才能得到更為深切的理解。這一視角的要點在於戴震所

說的「以道屬理」或我個人以往所說的「道的理化」。天道與天理的連續性在於「天」，基

於此「天」，並不能把宋明以來的變化理解為事實與價值的分化，因為事實與價值的分化這

個表達的有意義的理解方式是在陳述這樣一種變化，人自身成了價值的確立者，由於人的需

要、使用、交換等等而使得世界必須在人那裏才能確立自身的意義，因而它意味著「天」的

沒落。在這個意義上使用事實與價值的分化，又恰恰不能用來說明天理的成立，因為天理傳

統對於天的堅持（對於理的非人為安排）恰恰意味著對上述語境中事實與價值分化的拒絕。

當作者說，格物窮理論的目的並不是以物為宗旨，而是以恢復「物之理」為宗旨時，還必須

加上，此理雖然通過吾心而明，但究其來源畢竟是天而不是人。正如形式與質料的對待不能

化約為價值與事實的對立那樣，理學傳統中理與氣之間的緊張並不意味著價值與事實的緊

張，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理氣在理學系統作為宇宙論要素而出現，而價值與事實的分化

本身就是後宇宙論的觀念。

陳 贇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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